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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大气污染严峻现状和防治困难问题，分析影响大气污染的人文因素和自然因素显得尤为重要。选取我国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以三大城市群43个城市2014-2017年面板数据为基础，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基于STIRPAT模型的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分析三大城市群大气污染的空间效应及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三大城市群大气污染由人文因素和自然因素共同导致；历年各区域大气污染存在着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和溢出效应；三大城市群大气污染关键影响因素存在较大差异。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各城市群生态环境改善的相应政策建议，从根本上加强污染防治，加快构建环境优、绿色低碳的世界级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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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Spatial Effect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ir Poll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Agglom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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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view of the severe situation of air pollution and the difficulties in it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analyze the human and natural factors affecting air pollution.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43 citie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Pearl River Delta, the spatial effect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tmospheric pollution in three urban agglomerations are analyzed by using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spatial lag model and spatial error model based on STIRPAT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ir pollution of the three metropolitan agglomerations is caused by both human and natural factors; there are obvious spatial correlation and spillover effects in the air pollution of each region over the years; and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in the key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air pollution of the three metropolitan agglomerations.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the corresponding policy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fundamentally strengthen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world-class urban agglomerations with excellent environment, green and low car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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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一体化发展都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大背景下，京津冀、长三角及珠三角城市群，作为中国人口聚集规模最大、产业群最为集中的重要区域，在经济总量快速增长同时，粗放外延式的重化工业推进方式，经济发展和环境约束矛盾明显，污染物浓度远超标准，区域大气污染问题日益突出[1]。大气污染多表现为雾和霾的天气现象，《2018年中国气候公报》显示，三大城市群局域阶段性雾霾问题严峻。雾霾天气能加重慢性病患者病情，影响孕妇生殖系统功能造成胎儿发育畸形，对人体健康及当代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2]。在2013年造成雾霾天气最重要的“元凶”PM2.5就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列为人类致癌物之一。三大城市群中京津冀城市群大气污染尤为严重，在过去的2018年，污染天数比例高达32%，多地发布霾预警，多个机场出现航班大量延误和取消，呼吸道疾病患者增多，2018年3月28日，张家口市空气质量指数AQI达到京津冀区域范围年度最高457。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十九大报告指出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新的一年工作重点之一是加强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大力推动绿色发展。可见，城市群建设面临经济发展和污染防控双重压力，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应特别注重生态环境的协同治理，大气污染问题已经成为了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三大城市群如何应对大气污染加强污染防治值得深思。
1 相关文献回顾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国内外研究学者就大气污染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较多深入探究，包括人文因素角度[3-8]的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人口密集程度、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等方面，气压、气温、降水量和相对湿度等自然因素[9-12]也对大气污染有着重要的影响。如：省级层面，Wang等[13]学者利用中国1990-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探究经济增长及城市化对SO2排放的影响，最终验证了经济增长和SO2排放之间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城市层面，周侃和樊杰[14]基于全国339个地级行政单位的数据验证了人口规模、城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对大气污染的主要影响作用；城市群视角下，曹庭伟等[15]从城市群角度出发，探究了成渝城市群15个城市O3的污染特征及太阳辐射、气温等自然气象因素对O3浓度的影响。陆大道认为面对中国日益增长的环境问题，自然与社会经济要素的综合集成研究极为重要，而现今工作缺少两者的有效结合[16]，纵观现今已有研究发现，鲜少有学者将人文因素、自然因素统筹纳入大气污染影响因素中进行探讨[17]。有如周曙东等[18]从城市群的角度出发，认为大气污染的内因是污染物排放，而外因则是气象条件，综合人文经济因素和自然环境因素对京津冀地区城市PM2.5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探究；刘海猛等[19]视角细化至京津冀城市群202个区县，利用多种空间计量模型对比分析，系统量化自然及社会经济因素贡献程度大小并探讨其空间溢出效应等。
诸多学者也着重探讨了大气污染的空间效应[20-26]。刘晓红等[25]利用2014年中国各省市区截面数据验证了中国雾霾污染较强空间溢出效应的存在，提出区域联动的建议，但张可等[6]相关研究表明，省际尺度太大且其内部存在的问题较大差异，大气污染的空间效应难以准确确定；张生玲等[21]强调，现阶段的中国大气污染区域性明显，就城市群举例而言，以北京、石家庄和南京等大型城市向外扩散蔓延，大气污染连片式爆发，城市间污染的空间外溢性是现阶段大气污染治理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也只有区域城市细化分工任务同时提高跨行政区的环境合作，大气环境才能实现空间均衡。
综上所述，现今对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大气污染空间效应和影响因素的对比讨论相对较少。因此，针对当前研究不足以及三大城市群大气污染防治的必要性及紧迫性，本文将影响大气污染的人文因素和自然因素系统量化，综合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及基于STIRPAT模型的空间滞后模型及空间误差模型，分析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大气污染的空间效应与影响因素。导致大气污染的人文因素和自然因素众多，只有尽可能周全考虑各相关因素，准确甄别其中关键因素，才能为三大城市群的大气污染治理提供科学依据，对于促进实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关键性的现实意义。
2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2.1 STIRPAT模型
最初由Ehrlich等[27]学者提出了IPAT模型，该模型被广泛应用于探究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技术水平三个因素对环境的影响。IPAT模型方程如下：

                                                               （1）
式中：I表示被解释变量环境影响；P、A、T为解释变量，表示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三个影响因素。IPAT模型为专家学者解决人类活动对环境影响的相关问题提供了借鉴，但该模型仍存在较大的局限性，被解释变量对三个因素的弹性恒等于1。因此Dietz[28]提出了随机的IPAT模型，即STIRPAT模型，方程如下：

                                                       （2）
式中：I、P、A、T代表含义与（1）相同；α表示模型系数；β1、β2、β3为待估计的参数；ɛ是误差项。为了消除模型（2）可能存在的异质性，对模型两边分别取对数，模型变为如下：

                                （3）
STIRPAT模型的一大优势就在于可拓展性，解释变量中允许加入更多相关的影响因素来探究其对环境的影响。根据本文分析人文因素和自然因素对大气污染影响需要，本文将模型（3）调整如下：

       （4）
式中：被解释变量I大气污染程度用各市年均AQI浓度表示。解释变量中包括五个人文因素P、A、T、SEC、GRE以及五个自然因素AH、AS、AT、AW、TR。P为人口密集程度，用人口密度表示；A代表经济发展水平，用各市人均GDP表示，同时加入其平方项，验证经济发展水平与大气污染之间是否存在倒U型关系；T表示技术水平，用能源强度表示，即人均全社会用电量[29]；IS代表产业结构，用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表示；GR表示绿化水平，用人均绿地面积表示。AH是年均相对湿度；AS是年均日照时数；AT是年均气温；AW是年均风速；TR是年降水量。
2.2 数据说明
本文探究城市群视角下大气污染空间效应和影响因素，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以《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2016-2020年）》、《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30]为划分依据。由于数据获取原因，本文选取时间跨度为2014-2017年，长江三角洲区域研究范围去除2014年还未监控空气质量的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和宣城5市，最终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分别包括13、21、9市，总共43个城市。AQI原始数据爬取于天气后报。人文因素原始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三大城市群各个城市的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等。自然因素原始数据从中国气象数据网获得。
各变量的数据特征见表1。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说明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I
	大气污染程度
	4.391 8
	0.298 8
	3.796 4
	5.182 1

	lnP
	人口密集程度
	6.560 3
	0.713 1
	4.565 7
	8.743 9

	lnA
	经济发展水平
	11.240 9
	0.488 0
	10.032 7
	12.170 8

	lnT
	技术水平
	8.391 4
	0.930 1
	6.347 7
	10.516 7

	lnIS
	产业结构
	3.820 0
	0.198 7
	2.945 0
	4.157 5

	lnGR
	绿化水平
	3.117 6
	1.087 2
	1.007 8
	6.050 5

	lnAH
	年均相对湿度
	4.266 0
	0.137 1
	3.900 5
	4.435 6

	lnAS
	年均日照时数
	1.654 4
	0.184 8
	1.286 4
	2.105 3

	lnAT
	年均气温
	2.795 7
	0.254 0
	1.972 3
	3.177 2

	lnAW
	年均风速
	0.805 1
	0.226 9
	0.189 2
	1.457 0

	lnTR
	年降水量
	7.018 2
	0.574 7
	5.686 3
	7.986 1


3 实证结果及分析
3.1 中国三大城市群大气污染现状分析
如图1，2014-2018年间，中国三大城市群年均AQI总体呈现下降趋势，由此可见，国家环境保护政策实施成效显著，三大城市群大气污染总体上得到了有效控制和改善，但不难发现，相较于2014-2016年，2016-2018年间，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AQI下降速度变缓，而珠三角城市群年均AQI有相对上升的趋势，因而大气污染的防治及治理仍是现阶段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京津冀城市群2014年年均AQI 为132，降为2016年的104再降至2018年的92，由国家空气质量标准的Ⅲ级轻度污染改善至Ⅱ级良；长三角城市群年均AQI由2014年的89降为2016年的74再降至2018年的70，处于国家空气质量标准的Ⅱ级；珠三角城市群2014年年均AQI是64，到2016年下降为52，但2016-2018年年均AQI却相对上升，处于国家空气质量标准的Ⅱ级。但三大城市群之间大气污染水平相差较大，空气质量差距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缩小，环境形势依然严峻，仍需继续加大环境治理力度。
如图2，京津冀城市群大气污染最为严重，各市年均AQI多数在90以上，保定、邯郸、石家庄和邢台四市空气质量最差，2014-2018年期间各市年均AQI有所降低，大气治理效果比较明显；长三角城市群各市年均AQI在50-100区间，整体空气质量良好，相对而言，合肥作为发展速度较快的新兴化城市，大气污染较为严重；珠三角城市群大气污染最轻，各市年均AQI多数在70以下。大气污染如何治理和防治值得深思，探究三大城市群大气污染空间效应和影响因素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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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三大城市群2014-2018年年均AQI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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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中国三大城市群2014-2018年各市年均AQI变化趋势
3.2 空间自相关分析
依据Tobler地理学第一定律，距离越近的事物空间依赖性越强。为定量测算出区域大气污染空间依赖程度，本文选用全局空间自相关Moran’s I指数进行计算[31]，计算表达式如下：

                                    （5）

式中：yi与yj分别为城市i和城市j空气质量指数AQI值；k为城市总数；和S2是AQI平均值和方差；Wij是空间权重矩阵。Moran’s I指数的取值范围是（-1,1），结果小于0表示大气污染程度具有空间负相关，结果大于0表示大气污染程度空间正相关，结果等于0则表示大气污染程度空间不相关。另外，利用标准统计量Z值检验Moran’s I指数的显著性水平，Z值计算表达式如下：

                             （6）
式中：E（Moran’s I）表示Moran’s I的均值；VAR表示Moran’s I的方差。
根据2014-2017年中国三大城市群各市AQI截面数据，运用R软件计算三大城市群历年Moran’s I指数，结果见表2。
表2 2014-2017年中国三大城市群AQI的Moran’s I指数
	
	年份
	Moran’s I
	Z值
	P值

	京津冀城市群
	2014年
	0.225
	2.062
	0.019

	
	2015年
	0.142
	1.500
	0.067

	
	2016年
	0.221
	2.013
	0.022

	
	2017年
	0.336
	2.737
	0.003

	长三角城市群
	2014年
	0.391
	4.299
	0.000

	
	2015年
	0.388
	4.345
	0.000

	
	2016年
	0.320
	3.579
	0.000

	
	2017年
	0.319
	3.375
	0.000

	珠三角城市群
	2014年
	0.153
	1.685
	0.049

	
	2015年
	0.260
	2.189
	0.014

	
	2016年
	0.247
	2.121
	0.017

	
	2017年
	0.145
	1.596
	0.055


注：Z值为Moran’s I指数值的Z统计量，P值为Moran’s I指数值的伴随概率。
由表2可以看出，中国三大城市群在2014-2017年间的Moran’s I指数均为正值，且Z值均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中国三大城市群大气污染的空间呈现并不是一个随机的状态，而是存在着显著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性，即大气污染有着显著的空间全局聚集效应，大气污染较为严重的区域相邻，污染较轻的区域相邻。
篇幅所限，本文只列出2014年三大城市群各市大气污染的Moran散点图，如图3。处在Moran散点图第一象限的各市观察点代表该市与其相邻城市大气污染程度都相对较高，存在高-高的空间正相关性特征，处于第三象限的观察点则代表该市和相邻城市大气污染程度相对较低，存在低-低的空间正相关性特征，而处于第二和第四象限的点是非典型观察点，具有空间负相关性特征。由图，中国三大城市群大部分城市观察点都是典型观察点，只有少数观察点位于二、四非典型观测象限，散点图从内部结构也说明中国三大城市群大气污染空间正自相关性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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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2014年中国三大城市群各市AQI的Moran散点图
全局莫兰指数反应大气污染整体的空间相关性情况，但会忽略局域地区大气污染的集聚现象及溢出效应，因此利用局域Moran指数检验测度。局域指数计算公式如下[31]：

                                                 （7）
式中：Ii 表示局域Moran指数，表示i市和其他周围市大气污染的相关程度；其余字母所代表含义均和全局Moran’s I指数相同。Ii 结果大于0表示高（低）值区域被高（低）值区域包围形成高-高（低-低）集聚区，说明相似大气污染程度的市聚集在一起。Ii 结果若小于0表示高（低）值区域被低（高）值区域包围形成高-低（低-高）集聚区，说明大气污染程度有较大差异的市聚集在一起。
基于三大城市群各市AQI截面数据，利用GeoDa软件计算各年AQI局域莫兰指数并联合ArcGIS软件生成AQI局域集聚图，在此列出2016年三大城市群AQI局域集聚图，如图4。京津冀城市群，2014年，石家庄、衡水、邢台市位于高值区，北京市属于低值区；2015年，高值区域有所扩大，北部扩展至保定市，北京市退出低值区域；至2016年，高值区域不变，北京市仍位于低值区域；而2017年，高值区域相对缩小，向南缩减至石家庄、衡水、邢台三市。长三角城市群，2014年，江苏省苏南常州、镇江市和安徽省的芜湖市属于高值区，宁波市属于低值区；至2015年，高值区域向北部扩展，镇江、常州、南京、扬州四市位列高值区，低值区域不变；2016年，高值区范围缩小，常州、镇江市仍在其中，低值区不变；2017年，高值区域向北部移动，扬州市位列其中，地址区域不变。珠三角城市群，2014至2017年间AQI局域集聚不显著。由上分析，三大城市群大气污染局域空间集聚效应比较明显。
[image: 京津冀2016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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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16年中国三大城市群各市AQI局域集聚地图
综上所述，中国三大城市群大气污染存在正向且长期较为稳定的全局相关性；局部空间相关性表现为大气污染高-高（低-低）集聚区域明显。但是这种空间效应对于各区域大气污染的影响有多大，因而有必要利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严格的计算。
3.3 计量模型设定及结果分析
空间滞后模型（SLM）：

             （8）
空间误差模型（SEM）：



                                                       （9）


式中：是空间自回归系数，反映了邻近市对本市大气污染的影响程度；是空间残差自相关系数，反映了邻市残差项对本市残差项的影响；Wij是空间权重矩阵，用地理距离矩阵表示；β0及βi分别表示待估的常数项和参数；ɛit表示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项。
基于2014-2017年中国三大城市群各市面板数据，首先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回归分析，年均AQI为被解释变量，人文因素和自然因素指标是解释变量，OLS1和OLS2是分别仅对人文因素和自然因素变量的回归分析，OLS3模型则是考虑所有因素变量的回归，结果见表3。已经验证的中国三大城市群大气污染的空间正相关性，本文再利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对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进行计算，结果见表4。
表3 OLS模型参数估计结果比较
	变量
	京津冀城市群
	长三角城市群
	珠三角城市群

	
	OLS1
	OLS2
	OLS3
	OLS1
	OLS2
	OLS3
	OLS1
	OLS2
	OLS3

	CONSTANT
	21.724**
	5.426***
	30.355***
	-2.766
	13.127***
	5.733
	6.557
	16.922***
	50.736**

	lnP
	0.308***
	
	0.547***
	0.107**
	
	0.033
	0.028
	
	0.020

	lnA
	-3.445*
	
	-4.388***
	0.793
	
	1.621
	0.091
	
	-6.039*

	(lnA)2 
	0.151*
	
	0.197***
	-0.033
	
	-0.075
	-0.016
	
	0.251*

	lnT
	-0.066
	
	-0.011
	-0.024
	
	0.031
	0.126
	
	0.184**

	lnIS
	0.284***
	
	0.367***
	0.491***
	
	0.276***
	0.606***
	
	0.535***

	lnGR
	0.049
	
	-0.129***
	-0.013
	
	-0.023
	-0.111***
	
	-0.104***

	lnAH
	
	0.044
	-0.223
	
	-0.613
	-1.470**
	
	-0.191
	0.355

	lnAS
	
	-0.446***
	-0.178
	
	-0.337**
	-0.320**
	
	0.242
	0.239

	lnAT
	
	0.701***
	-1.041***
	
	-1.714***
	-1.615***
	
	-3.504***
	-3.264***

	lnAW
	
	-0.176*
	-0.442***
	
	-0.250***
	-0.138
	
	0.006
	0.281**

	lnTR
	
	-0.275***
	-0.231***
	
	-0.067
	-0.002
	
	-0.195
	-0.235

	R2
	0.762
	0.774
	0.912
	0.228
	0.542
	0.628
	0.467
	0.432
	0.729


表4 空间计量模型参数估计结果比较
	变量
	京津冀城市群
	长三角城市群
	珠三角城市群

	
	SLM
	SEM
	SLM
	SEM
	SLM
	SEM

	CONSTANT
	16.900**
	30.216***
	-17.758
	-17.357
	33.636**
	24.430

	lnP
	0.503***
	0.518***
	0.033
	0.008
	0.017
	0.028

	lnA
	-2.449*
	-4.475***
	3.920*
	4.941*
	-4.914**
	-0.147

	(lnA)2 
	0.106*
	0.199***
	-0.173*
	-0.213*
	0.203**
	0.004

	lnT
	0.009
	0.001
	0.007
	0.017
	0.152***
	0.164***

	lnIS
	0.348***
	0.331***
	0.176**
	0.095
	0.380***
	0.260

	lnGR
	-0.100**
	-0.126***
	-0.028
	-0.061**
	-0.074***
	-0.081**

	lnAH
	-0.159
	-0.221
	-0.823**
	-1.163**
	0.870**
	-1.521***

	lnAS
	0.010
	-0.159
	0.002
	-0.032
	0.031
	-0.074

	lnAT
	-0.848***
	-0.937***
	-0.382*
	-0.995**
	-1.632***
	-3.221***

	lnAW
	-0.396***
	-0.409***
	-0.090
	-0.039
	0.212**
	-0.297

	lnTR
	-0.144**
	-0.133**
	0.063
	0.099**
	-0.164*
	-0.196***

	

	0.315**
	
	0.765***
	
	0.640***
	

	

	
	0.514***
	
	0.861***
	
	0.909***

	

	0.006
	0.005
	0.005
	0.007
	0.003
	0.014

	log-Lik
	64.053
	64.224
	110.070
	104.271
	52.249
	49.621

	LM-test
	14.091***
	18.257***
	29.432***
	13.527***
	7.482***
	5.263**


注：***、**、*分别表示通过1%、5%、10%显著性水平的检验。
表3，对比每个城市群应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的三个模型的R2发现，模型OLS3的估计效果是最好的，比单用人文因素回归估计的OLS1模型和单纯利用自然因素回归的OLS2模型拟合优度都要好，京津冀城市群OLS3模型拟合优度达到0.912，而只利用人文因素变量和自然因素变量做回归的模型拟合优度分别为0.762和0.774。再次验证了中国三大城市群大气污染是由人文因素和自然因素共同导致。

如表4，根据各模型的、log-Lik及拉格朗日乘子检验，经过综合比较选取空间滞后模型分析三大城市群大气污染的影响因素。针对SLM模型，三大城市群空间滞后模型的空间自回归系数为正，分别是0.315、0.765和0.640，通过了5%、1%和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三大城市群的大气污染都存在着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京津冀城市群范围内，相邻市的AQI每增加1%会使本市的AQI增加0.315%；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范围内，相邻市的AQI每增加1%会使本市的AQI增加0.765%；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范围内，相邻市的AQI每增加1%则会使本市的AQI增加0.640%。表明三大城市群各市大气污染不仅取决于本市经济发展水平、绿化水平等因素，还受到邻市的影响。
从人口密集程度（P）看：三大城市群，人口密度对大气污染都有着正向的影响作用，但只有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密度系数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人口增加势必加大对环境的需求力度，能源消耗过多加剧大气污染，同时人口增加导致更多生活垃圾的产生和污染物的排放，环境压力过大，因此要加快推进城市群及周边城市协同发展，通过疏解将大城市资源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区域优势互补。
从经济发展水平（A）看：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人均GDP一次项系数显著为负，二次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的大气污染和经济发展之间呈“U”型演变形态，但有相关研究表明两者关系支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呈“倒U”型，也有“倒N”、“N”型形态，由于本文研究选取时间跨度较短，两者关系有待进一步验证；长三角城市群，人均GDP一次项系数为正，二次项系数为负，且均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验证了倒U型关系的存在，在拐点之前，经济的发展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长三角城市群现正处于工业化以及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污染物排放相对较多，环境随之恶化，但越过拐点后，随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技术进步等，环境质量会逐步提高。
从技术水平（T）看：中国三大城市群，能源强度对大气污染的影响为正，但只有珠三角城市群的回归系数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能源强度每提升1%，珠三角城市群大气污染将增加0.152%。现阶段我国的能源消费仍然以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能源为主，燃烧会极大加剧大气污染，应积极加快能源结构的转变，探索新的绿色能源，另外还应提高技术水平增大能源利用效率，以此来降低能源强度，减少空气污染。
从产业结构（IS）看：三大城市群，第二产业GDP占GDP比重系数均为正且通过了1%或5%的显著性检验，第二产业比重增加1%时，京津冀城市群大气污染增加0.348%，长三角城市群大气污染增加0.176%，珠三角城市群大气污染增加0.380%。第二产业比重的增加使得城市群大气污染加剧，主要是由于工业产值的增加导致各种大气污染物排放的增加，可见要实现大气污染防治，必须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也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等。
从绿化水平（GR）看：三大城市群，人均绿化面积对大气污染有着负向影响，京津冀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的回归系数通过5%或1%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地区绿化可以有效降低空气中的灰尘及污染气体浓度，改善区域大气污染，各地可以通过提高当地绿化水平达到改善空气质量的目的。
探讨自然因素对各城市群大气污染的贡献程度，各城市群略有差异。京津冀城市群，年均气温、年均风速和年降水量对大气污染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长三角城市群，年均相对湿度和年均气温对大气污染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珠三角城市群，年均气温和年降水量对大气污染有着负向显著影响，年均相对湿度和年均风速对大气污染有着正向显著影响。不同时间、空间尺度下，自然因素对大气污染的影响机理有所差异，具体有待进一步验证。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对2014-2018年间中国三大城市群大气污染现状进行了分析，五年间三大城市群大气污染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但现状不容乐观，京津冀城市群大气污染最为严重。本文将人文因素和自然因素统筹纳入大气污染分析整体框架，综合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基于STIRPAT模型的空间滞后模型，对2014-2017年三大城市群大气污染的空间效应与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结论如下：第一，中国三大城市群的大气污染由人文因素和自然因素共同导致。第二，三大城市群大气污染存在显著的正空间自相关性，并表现出高-高（低-低）集聚状态，空间滞后模型的空间自回归系数显著，三大城市群大气污染空间溢出效应明显。第三，三大城市群大气污染的影响因素存在较大差异。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三大城市群大气污染防治的以下建议：
京津冀城市群：持续推进污染防治工作，区域城市细化分工任务同时提高跨行政区的环境合作，巩固扩大蓝天保卫战成果。在人口密度不断扩大的现状下，要对人口密度过大的区域进行合理的分流布局，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提高公共资源使用率等。技术水平角度看，京津冀城市群要壮大绿色环保产业，加快火电、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实施重污染行业达标排放改造，同时促进资源节约及循环利用，推广绿色建筑。京津冀城市群地处中国北部，冬季做好清洁取暖工作，加强燃煤等污染源治理。
长三角城市群：同京津冀城市群，持续推进污染防治工作，区域城市细化分工任务同时提高跨行政区的环境合作，巩固扩大蓝天保卫战成果。加强城市绿化建设，绿化水平的提高能够有效改善空气质量，三大城市群都应大力提升城市绿化，优化人居环境。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持续抓好国土绿化、防沙治沙、水土流失治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珠三角城市群：同京津冀城市群，持续推进污染防治工作，区域城市细化分工任务同时提高跨行政区的环境合作，巩固扩大蓝天保卫战成果。调整产业结构，过去经济增长以高污染、高能耗的重工业为主，现今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降低重工业所占比重，同时及时制定实施绿色产业扶持政策，增加绿色产业等第三产业比重。珠三角城市群要优化城市交通道路设计，减少交通拥堵时长，多鼓励居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绿色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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